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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

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

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

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

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

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

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

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

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

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

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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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新背景

近年来，美国国内持续进行着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① 这场辩论的核心议
题是：自１９７２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起，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主要由安全上的战略克制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构成———是否失败了？可以说，这
场辩论不仅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而且也是内容最深刻、受
关注度最高的一次。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连同各
自的战略选择出现了显著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崛起、

特别是与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减，使两国在国际体系层面出现
了 “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被越来越多的美
国学者描述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 “老大”与 “老二”之间难以摆脱
的 “修昔底德陷阱”；② 另一方面，从２００９年奥巴马政府执政尤其是２０１２年
中共十八大开始，在美国致力于推进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中国的对外战略
却逐步完成了从 “韬光养晦”到 “奋发有为”的转型。可以说，实力对比与
战略选择的同时变化所引发的 “共振”，加剧了美国战略界的焦虑。③

这种焦虑反映出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背景已经出
现了根本性变化。１９４９年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
化。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１年，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现为遏制 （战略制衡＋经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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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从１９７２年到２００８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特征是接触。① 自２００９
年起，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日益显著，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进入一个新

的过渡和调整阶段。例如，奥巴马政府致力于从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

际秩序出发，将迅速崛起的中国视为这一秩序的挑战者，因而多边主义的国

际制度竞争与规则约束分别成为该阶段中美互动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题。②

然而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焦点却迅速从国际秩序议题转向双

边经贸议题，其现实主义导向与反多边主义取向使得中美博弈的重心由多边

制度竞争演变为双边经济竞争。

那么，为何美国的对华政策自２００９年开始呈现更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

定性？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美关系的 “战略竞争时代”？笔者认为，美国对

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及其相应战略选择的变化是一个较好的分析切入

点。自二战后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以来，维护自身全球地位始终是

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总体核心利益。在这一总体利益之下，安全、经济、价

值观以及国际秩序的稳定等是其更为具体的核心利益，并且在不同时期，这

些具体核心利益的重要性又因其对维护总体核心利益的不同价值，存在明显

的先后次序，这就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及基本取向。③

在冷战时期，安全是美国首要的具体核心利益。因此，美国对外战略和

对华政策制定的核心逻辑来自地缘政治，其最终目标在于遏制苏联扩张带来

的安全挑战，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优势。为此，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先是对作

为苏联阵营主要成员的中国进行遏制，后来又基于美苏、中苏战略态势的变

化务实地调整了对华政策，从遏制转向了接触。从实践及其效果看，冷战后

期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无疑是成功的：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在安全上成为

牵制苏联扩张、最终使得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冷战结束后，在美国各项国家核心利益的排序中，经济取代了安全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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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浩：《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及其互动》，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３期，第４７～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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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期，第２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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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尽管 “九一一”事件使得安全的重要性有所回升，但已无法与冷战

时期相提并论。因此，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制定的核心逻

辑来自国内政治，即致力于运用自身经济、战略和技术优势，通过引领经济

全球化、保持经济繁荣而回应国内民众的利益关切并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的

地位。例如，在后冷战时代的首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

依靠 “是经济，傻瓜 （Ｉｔ’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ｕｐｉｄ！）”的口号出人意料地击

败时任总统、“冷战英雄”老布什入主白宫，而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台的三

份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经济始终是最重要的议题。① 基于此，这

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主要出于中美经济互补性极强的现实，以及通过

接纳中国成为其主导的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增强自身的国际

领导力和秩序稳定性，最终维护其 “一超”地位。② 从实践及其效果看，冷

战后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也是成功的：美国从中美关系中得到了切实的经济

利益，这对于其收获冷战后国内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

序的稳定，进而稳固其全球地位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出现的深刻

变化，使美国很难再像冷战时期及冷战结束初期那样对自身核心利益进行明

确和稳定排序。虽然维护自身 “一超”地位这一总体利益没有变化，但经

济、安全与国际秩序稳定等具体利益如何定位，是美国面临的战略难题之

一。这就导致中美关系的发展失去了冷战后期以及冷战结束初期两个阶段所

拥有的明确和稳定的战略基础 （基于地缘政治逻辑遏制苏联的安全威胁与基

于国内政治逻辑实现经济繁荣），而陷入一种漂移状态。例如，中国在经济、

安全与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稳定等美国最为关注的国家核心利益上，都与之形

成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并且这种合作与竞争进入到一种同时增强的
“新常态”之中。③ 因此，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在于，美国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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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首要性集中反映在克林顿政府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为主题
的三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参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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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傅莹、王缉思主编：《超越分歧、走向双赢———中美智库研究报告 （中方）》，２０１７年５
月２２日，第３页。该研究报告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等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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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将崛起的中国视为一个全方位的战略竞争者与挑战者，相应地， “地缘政
治逻辑—安全维度”取代了 “国内政治逻辑—经济维度”成为美国对华中长
期战略制定的出发点；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美国在不同阶段对自身具体核心
利益排序的调整及其反映出的对华战略诉求的差异化，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
演变的微观动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致力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自中美进入战略竞争
时代以来，美国在不同阶段对自身对外战略核心利益出现差异化排序的决定
因素是什么？这一因素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战略竞争主题的变

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特点又能为我们分

析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何种逻辑线索？笔者将通过引入美国国内政治变量，

结合２００９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

二、界定国家利益：
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出现的根本变化以及 “单极时刻”的到来，使得
“国家利益”对美国而言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可以被清晰地界定。① 尽管通过
引领全球化实现经济繁荣成为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最为优先的战略选择，但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由之加速推进的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使得
美国在维护自身安全、经济、价值观以及国际秩序稳定等各项国家核心利益
上，都感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内政治成为界定
不同时期国家利益优先次序以及美国对外战略基本取向的核心变量。

国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的过程中之所以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

用，一方面是上文提到的冷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结构 “单极化”的结果，另
一方面则是源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越来越趋向 “两极化”。这两方面因素的
共同作用，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在包括军费开支、贸易政策、海外干预以及
国际合作等美国对外战略的各个主要领域，都难以达成有效的共识和妥协，

—２４—

①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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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随之从国内公共政策领域扩展到对外政策领域。① 这一

现象的出现，植根于两党政治精英所代表的政治联盟在对外战略方面截然不

同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两党在 “如何维护美国的全

球地位”这一问题上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就奥巴马政府而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要想维护其全球地位，就必

须将主要精力及资源用于 “国内建设”（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② 在全球战略层面

收缩战线、减少军费开支与海外干预、降低对外战略成本，“不做蠢事”

（Ｄｏｎ’ｔ　ｄｏ　ｓｔｕｐｉｄ　ｓｔｕｆｆ）；同时运用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盟友体系与国际制

度的力量，维护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避免潜在的战略挑战者威

胁上述秩序。③ 这一战略取向本质上反映出了民主党所代表的 “东北部—太

平洋沿岸”政治联盟的对外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诉求。

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和社会

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制造业的不断衰落与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持续

发展致使民主党传统的支持者———五大湖区 “铁锈带” （Ｒｕｓｔ　Ｂｅｌｔ）白人蓝

领阶层———主张政府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应对国内经济、社会问题而非全球扩

张；力图扭转全球化对于美国制造业构成的冲击，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

位，同时在贸易问题上支持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也使得

东西海岸源源不断涌入的广大少数族裔、外来移民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

人及白领阶层成为民主党日益倚重的国内政治基础，而他们作为这一进程的

受益者，更加认同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取向，其中，少数族裔和外来移

民同时要求政府 “要黄油不要大炮”，提供更多社会福利并提高最低工资。

基于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致力于平衡与统筹上述政治联盟的外交利益

诉求，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上述两部分国内社会力

—３４—

①

②

③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王浩：《社会联盟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 （１９４５～
２０１５）》，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７期，第５８～８８页。

参见奥巴马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就阿富汗问题发表的讲话。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００９，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ｒｅｍａｒｋ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ｄｄｒｅ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ｗａ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ｎｄ－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Ｃｏｌｌｉｎ　Ｄｕｅｃｋ，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ｄａ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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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所构建的 “奥巴马联盟”决定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取向

与基本目标 （见表１）。

表１　 “奥巴马联盟”的主要构成、外交诉求及其政策影响

“奥巴马联盟”的主要构成 外交诉求 政策影响

五大湖区白人蓝领阶层 反全球化、再工业化 推出 “五年出口倍增”计划

东西海岸少数族裔、移民 全球主义、“要黄油不要大炮”
战略收缩、削减军费、低成本
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东西海岸白领、年轻人 自由主义、全球主义
依靠自由主义、多边主义与国
际制度维系美国领导地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自制。

就特朗普政府而言，其对外战略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和主要推进手段———

“使美国再次强大”与 “美国优先”———则植根于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所反映出

的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进程的开启。这一重组集中表现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

始由民主党人构建的美国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了重大分裂。一直以来，这一

联盟都是由新英格兰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中大西洋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与五大

湖区的 “铁锈带”三部分构成，但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主体、以传统制造业为

主导产业的 “铁锈带”各州在２０１６年的总统大选中几乎全部倒向共和党并

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进而推动形成所谓的 “特朗普现象”。① 这一现象

使美国政治在冷战后两党极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和极化，即

衍生为一种 “双重极化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结构。② 这进一步恶化了

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形成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共和党建制派—全球主义者

与反建制派—本土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从特朗普政府执政两年多

来的实践看，低迷的民调支持率、两党政治的巨大掣肘以及社会矛盾的持续

深化，都使得特朗普政府在政治上对于自身关键选民群体———以白人蓝领阶

—４４—

①

②

从大选的结果看，在大湖区 “铁锈地带”的五个州中，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
和印第安纳州全部变成了共和党及特朗普的 “势力范围”，只有伊利诺伊州支持民主党。参见王浩：
《美国政治的演化逻辑与内在悖论》，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６４～８７页。

历史地看，“双重极化”是美国政党重组初期的国内政治正常现象。所谓政党重组，是美国政
治中的一种具有长周期特征的现象，它指的是两党选民基础的根本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两党力量
对比的改变和国内公共政策议题的重大转向。对于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政治 “双重极化”的具体分
析，参见吴心伯、达巍主编： 《解读 “特朗普元年”》，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第１７～２２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ｉｓ．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１４／ｆｆ／ｃ６８４０ａ１３６４４７／ｐａｇｅ．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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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和本土主义者———的依赖日益加深，甚至形成了一种

紧密的利益捆绑态势。① 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已经成为

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的首要甚至决定性变量，国内政治对于美国

对外政策的界定作用因此愈发显著。

在对外战略领域，特朗普核心政治联盟的主要利益诉求在于改变全球化

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冲击，如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制造业持续外流、制造业相

关就业岗位减少以及收入增长落后于通货膨胀等，希望美国减少不必要的海

外干预、降低对外战略成本、摆脱来自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和盟友体系的约

束，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以美国的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为优先

考虑。基于此，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始终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抓手，致力于缩减美

国的对外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同时力图扩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

资、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海外干预、与盟友分摊防务开支，以及通过频频退出

多边性国际组织摆脱来自盟友体系以及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约束。当然，特

朗普政府对外战略中的单边主义取向也是共和党传统外交理念的体现，并且其

强调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在安全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和强硬的态度，同时将扩

大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出口等作为施政重点的做法，也反映出了主流共和党政

治精英及其相应政治—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偏好 （见表２）。②

表２　 “特朗普联盟”的主要构成、外交诉求及其政策影响

“特朗普联盟”的主要构成 外交诉求 政策影响

五大湖区白人蓝领阶层 反全球化、再工业化
经济民族主义、美国优先、战
略收缩、减少海外干预

大企业与中西部农业集团 全球主义、保守主义 扩大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

南方保守派与军工产业 保守主义、单边主义 摆脱国际制度约束、增加军费

资料来源：同表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和特朗普

政府时期建立在全然不同的国内政治逻辑基础上。这种逻辑差异在外交实践

—５４—

①

②

参见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ｒｕｍｐ’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ａｒ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ｅｓｓ．ｏｒｇ／２０１７／０８／２９／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ｖｉｅｗｓ－ｏｆ－
ｔｒｕｍｐ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ａｒｅ－ｂｒｏａｄｌ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ｌｉｎ　Ｄｕｅｃｋ，Ｈａｒｄ　Ｌｉｎｅ：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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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别体现为将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与推进美国的对外经济贸易

利益作为首要核心利益与优先关切，并且为了实现这种差异化的利益与关

切，美国所采取的对外战略手段也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国际

制度竞合到基于现实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国际经济竞争的演化。

上述事实表明，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与代议制民主的

政治结构组合之下，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力量都拥有表达自身对外政策诉

求的机制和渠道，因此，美国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被明确、稳定和

统一界定的概念，而在冷战后日趋极化和分裂的国内政治—社会背景，以及
“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缺乏一个明确和对等的战略对手的背景下，美国的

国家利益实质上是被两党政治精英所分别代表的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国

内政治—社会利益所建构和界定的。① 正因如此，美国的对外战略 （包括对

华政策）才表现出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的特征。

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结合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的制定逻辑，以及２００９年

以来美国国内政治对其国家利益界定连同对外战略走向影响的研究，本部分

将重点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动因。依据本文提出的 “地缘政治
—国内政治”双重逻辑框架，笔者将探讨在不同的国内政治逻辑下，美国对

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主题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所经历的变迁，以

此论证国内政治变量所发挥的界定作用。

（一）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制定的地缘政治逻辑

如前所述，自奥巴马政府执政时起，中美关系面临的战略背景出现了深

刻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被简要概括为两国步入了 “战略竞争时代”，并且这

一时代的到来是由地缘政治逻辑所决定的。概而言之，这一地缘政治逻辑体

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对美国而言开始具有越来越重要

的地缘战略价值。根据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ｐｙｋｍａｎ）的地缘政

治理论，亚太地区作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和工业中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

—６４—

① 参见王浩： 《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机制及进程———基于 “社会中心”视角的分析》，

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３４～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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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角逐的主战场。① 因此，美国加大向该地区的资源投入实际上是一种战

略 “纠偏”行为，以更好地维系自身的全球霸主地位。② 第二，随着世界经

济的中心由大西洋沿岸逐渐转移到太平洋沿岸，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已成为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

济增长的７０％，③ 对于金融危机后身处经济困境的美国而言，分享亚太发展

红利、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是一种逻辑的必然。第三，随着冷战结束以来中

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以及美国由全球战略过度扩张而引发的相对衰落，一方

面，中美开始呈现出 “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所特有的 “结构性矛盾”；

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已逐步从美国单极霸权转型为中美 “双领导

体制”，④ 并面临对美国不利的变动趋势。正如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多年前预测的那样， “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

增长会不断扩大其在该地区影响的事实，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

性，将迫使其他国家要么 ‘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 ‘用均势来平衡’

中国的影响”。⑤

基于此，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逻辑决定了美国对华中长期战

略制定的总体方向，那就是将自身越来越多的战略资源投向中国及其所在的

亚太，通过牵制中国的崛起实现维系其全球地位这一总体国家核心利益的目

标。然而，宏观的地缘政治逻辑无法解释美国对华政策在实践中运作的具体

方式及其在不同阶段的重点和主题。例如，中美两国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

不同领域———安全、经济、价值观以及国际秩序稳定———的竞争方式与博弈

重点实际上存在很大差异，结果往往导向不同的战略互动模式。因此，单靠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ｐｙｋｍａｎ，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 Ｃｏ．，

１９４４，ｐ．５１。对二战后美国地缘战略的专门分析，参见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
大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达巍：《全球再平衡：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再思考》，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第６２～６３页。

相关数据可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ｕｂｓ／ｆｔ／ｒｅｏ／２０１２／ ＡＰＤ／ｅｎｇ／

ａｒｅｏ０４１２．ｐｄｆ。
“双领导体制”指中美分别在亚太经济和安全领域的领导地位，参见赵全胜： 《中美关系和

亚太地区的 “双领导体制”》，载 《美国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７～２６页。

参见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１９９６，ｐ．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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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逻辑无法解释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主题从

多边制度竞争到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将引入美国
国内政治变量，以此从更为微观的层面挖掘美国对华政策演化的逻辑。

（二）多边制度竞争：国内政治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上文已经表明，“奥巴马联盟”的对外战略诉求推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

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在于在全球战略层面收缩战线、减少军费开支与海外干
预、降低对外战略的成本，同时运用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盟友体系与国际
制度等政策手段，维护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避免潜在的战略挑
战者威胁这一秩序。就对华政策而言，奥巴马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主导的国
际秩序的最大挑战者和威胁者，因而在全球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致力于
通过上述政策手段同中国展开制度竞争，在控制竞争成本的基础上避免中国
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国。

经过从奥巴马政府就任起两年多的战略酝酿，美国自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开
始以外交、军事和经济三管齐下、相互配合的方式，使其以 “亚太再平衡”

为表现形式的对华牵制和竞争政策进入实质推进阶段。在外交上，美国致力
于广泛参与亚太地区既有的多边国际机制和区域合作架构，并极力密切与本
地区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关系，防止中国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冷战
结束以后，亚太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伴随经济一体化的加
速发展和意识形态因素的急剧淡化，美国在冷战期间成功运行了近半个世纪
并以其为核心建立的双边联盟体系，即 “轴幅” （ｈｕｂ－ａｎｄ－ｓｐｏｋｅ）体系面临
新的挑战。① 为在维持自身地位的同时回应国内政治联盟关于降低对外战略
成本的诉求，奥巴马政府试图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多边合作机制。在此期
间，美国不仅积极加入了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且还广泛参与东盟地
区论坛以及东亚峰会等主要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并力图主导议事日程，最
终实现政治领导。此外，美国不断加深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友如日本、韩国、

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积极挖掘新伙伴，与新加坡和印度等国来往
日益频繁。同时，美国还逐渐改变了以往在南海等海洋领土主权争端中的
“不介入”政策，开始积极寻找并利用海洋问题这一牵制中国的新支点大做
文章。

—８４—

①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２００１，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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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在国内政治联盟要求削减军费开支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对华

牵制与竞争的重心一方面在于强化与传统盟国的合作并不断寻求建立新的军

事伙伴关系，从而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降低战略成本；另一方面则在压缩战

略资源的前提下极力调整军事部署以将主要精力投放于亚太。例如，在２０１２
年１月５日由国防部出台的新军事战略报告中，美国决定未来１０年把６０％
的海军力量部署在亚太。① 不难看出，这一调整的目的是进一步巩固美国在

亚太的军事主导地位，而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实践也证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军事动作频繁，并且涉及范围广泛。在朝鲜半岛，美国不断加强与韩国的安

保合作。在日本，美国继续突出美军的 “前沿部署”，不仅在冲绳部署 “鱼

鹰”直升机，还明确表示将钓鱼岛纳入 《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强化

美日同盟作为 “地区与世界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之地位。② ２０１３年朝鲜核

试后，美国开始在日本部署新的Ｘ波段雷达。③ 在南海问题上，奥巴马政府

除在言辞上高调干涉外，在行动上也积极跟进。例如，美国不仅向菲律宾等

国出售武器，还决定在新加坡轮驻先进的濒海战斗舰。在澳大利亚，奥巴马

政府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宣布，美国将在其北部的达尔文港轮驻２００～２５０名海

军陆战队官兵，以巩固 “第二岛链”防线。④ 此外，美国还特别加强了与印

度的军事合作，并将这种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军事上的 “再平衡”还体现

为美军在该地区不断提升的作战能力。例如，奥巴马政府提出了 “空海一体

战”（Ａｉｒ－Ｓｅａ　Ｂａｔｔｌｅ）的作战新理念，将海、空军纳入统一作战体系，以强

化联系网络、提升作战规模和能力，增强战略威慑。⑤

经济上，“奥巴马联盟”以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为代表的对外战略取向

体现为力图通过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谈判，建立以美国为中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Ｊａｎｕａｒｙ　５，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ｓ：／／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２／０１／０５／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参见 《美防长在日撰文称美日同盟是 “地区和世界安全支柱”》，新浪网，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５
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１１－１０－２５／１３０６２３３５９３２７．ｓｈｔｍｌ。

参见李家成：《冷战后美国强化美日同盟的动因解析》，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３年
第２期，第１４～２６页。

参见 《达尔文港成美军重返亚洲起点》，中新网，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ｊ／２０１１／１１－２５／３４８６２３８．ｓｈｔｍｌ。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Ｏ’Ｈａｎｌ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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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并绕开中国的泛太平洋经济合作区。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一

体化势头使美国虽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却无法在经济上全面介入该地区

已运行多年的多边经贸机制，特别是目前在该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

心、以市场为导向的自发性经济合作机制。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力图推动

建立ＴＰＰ这样一种全新的经济合作模式，目的在于将其作为主导亚太经济

合作的工具，以解决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路径问题，最终通过在该地

区制定一套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获得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

优势。

总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亚太战略竞争集中体现为多边制度竞

争，即美国致力于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安全与经济等地区多边主义框架下同

中国开展全方位的主导权之争，防止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取代美国，进而对其

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冲击。归根到底，这一政策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地

缘政治逻辑框架下，由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 “奥巴马联盟”的对外政策诉求

及其利益偏好所界定的。因此，只有在地缘政治逻辑的基础上，从美国国内

政治入手进行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地分析其外交实践。

（三）双边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其对外战略的整体取向———反全球化与经济民族

主义———在对华政策中主要聚焦于双边层面的经贸议题。这一政策调整的国

内政治逻辑更为明确和直接。首先，国内政治逻辑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

战略制定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特别是当前美国政党重组趋势带来的 “双重

极化”的政治结构，使得经贸问题本身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首

要地位。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贸关系又在美国对外经济

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例如，中国不仅已经跃升为美国的第一大货物贸易

伙伴，而且其对美投资的规模也已经大幅超越美国对华投资规模。在美国的

５０个州中，已经有多达４７个州拥有来自中国的投资。② 又如，随着中国经

—０５—

①

②

经过几十年发展，东亚经济一体化已建立包括自由贸易区 （ＦＴＡ）、经济合作协定 （ＥＰＡ）

在内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参见王守贞： 《东亚经济一体化：回顾与展望》，载 《东南亚纵横》

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２１～２５页；张锡镇：《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与有关各方的态度和立场》，载 《东南亚
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５期，第３４～４０页；Ｈａｒ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ｓｓ　ｅｄ．，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Ｅ．Ｓｈａｒｐｅ　Ｉｎｃ．，２００３，ｐ．３３４。

章念生：《投资合作促进中美双赢》，载 《人民日报》第３版，２０１７年１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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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迅速崛起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竞争性正

在逐步取代互补性，两国贸易中存在摩擦的领域随之持续扩大。因此可以
说，对华经贸政策的推行效果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成
败。从这一事实出发，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关系上致力于实现三方面的战
略诉求：一是增加对华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二是运用关税手段削弱中国制
造业产品的竞争力，推动解决美国国内与制造业相关的白人蓝领阶层的就业
问题；三是打压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延缓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

维护自身霸权。①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以经贸议题为抓手的对
华政策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通过稳固核心政治联盟的支持，强化自身国内政
治地位，最终推动完成一次有利于共和党的政党重组。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特朗普政府自执政起便不断力推以所谓 “公平贸易”为旗号、以实用主义和
结果导向为理念的对华经济民族主义政策。②

特朗普政府对于经贸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及其从竞选阶段便已付诸实践的

战略思维，本质上抓住并加速了美国政治演变的一大趋势，那就是白人蓝领

阶层对民主党日益明显的疏离。根据美国政治学者拉里·巴特尔斯 （Ｌａｒｒｙ
Ｂａｒｔｅｌｓ）的研究，美国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民主党的认同度自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便始终处于下降态势，其中，高收入白人对民主党的认同度从１９８０
年起一直低于共和党，而中低收入白人 （即政治学意义上的白人蓝领阶层）

对民主党的认同度———相对于共和党———则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０％降至２００４年
的＋５％。③ 因此宏观地看，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是对历史趋势的延
续而非突变，只不过 “特朗普现象”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并引发了备受瞩

目的政治结果。如果考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主
要源于共和党执政时的政策，那么白人蓝领阶层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理应更

—１５—

①

②

③

对于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对美国霸权构成冲击的美方观点，参见Ｊｏｓｔ　Ｗｕｂｂｅｋｅ　ｅｔ　ａｌ，“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５：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ｒｉｓ．ｏｒｇ／ｅｎ／ｍｅｒｉ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ｃｈｉｎａ／

ｍ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５／：Ｕ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５：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　Ｂｕｉｌｔ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ｃｏｍ／ｒｅｐｏｒｔ／ｍａｄｅ－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５－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ｂｕｉｌｔ－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０。

Ａａｒｏｎ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 “Ａ　Ｎｅｗ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０，Ｎｏ．４，２０１８，ｐｐ．９７－１１４．
Ｌａｒｒｙ　Ｂａｒｔｅｌｓ，Ｕｎｅｑｕ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ｉｌｄｅｄ　Ａ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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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民主党及其施政理念。然而，实际发生的政治演变态势反映出的却是
更为复杂的美国国内政治逻辑。其中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念对
于白人蓝领阶层的投票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收入增
加，部分抵消了白人中低收入群体对经济不平等的负面认知，这就意味着他
们更关心就业而非福利；民主党的主要经济、社会政策红利被大量少数族裔
和外来移民获取，从而大幅减少了白人蓝领阶层的获得感。基于此不难发
现，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中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内核的经贸政策完全是为了迎
合白人蓝领阶层这一核心政治联盟，从而实现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稳固执政
地位的目标。

在政策实践中，特朗普政府以经贸议题为抓手的对华战略调整主要经历
了两个阶段。首先，从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到特朗普访华，两国在２０１７
年主要围绕 “百日行动计划”及 “一年行动计划”所涉及的利益分配、政策
协调、国内改革以及配套措施等多方面内容，追求通过相互配合与妥协，解
决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突出分歧和矛盾，尤其是回应美方关于中美经贸关
系的现状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的不满。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美方在谈判
的过程中采取了攻势，中方则处于守势。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
的发展难免受制于美方所自我界定的利益、目标与议程，而且由这些利益、

目标与议程带来的双边经贸关系波动很可能会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①

通过这一阶段两国在经贸议题上的互动可以发现，在特朗普政府奉行建立在
国内政治逻辑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华政策框架下，美国对于中国在经贸
领域的合作甚至让步需求不会减弱，经贸议题在特朗普任内将无疑会成为中
美关系中的首要议题。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围绕能源和基础设施等
主要领域的合作达成了逾２５００亿美元的经贸协议，这一协议成为特朗普政
府对华经贸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标志。

其次，２０１８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开始进入运用加征关税
的办法向中国施压，从而实质性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

美方先后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洗衣机、光伏产品、钢铁、铝等加征１０％到

１１０％不等的关税，随后又列出了１３００多项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清单并对其加
征２５％的关税；此外，２０１８年４月开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依

—２５—

① 宋国友：《“百日计划”如何书写中美经贸路线图？》，载 《新民晚报》第２版，２０１７年４月

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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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所谓 “３０１”调查，宣布额外对中国输美的１０００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

国商务部则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 （“双反”）调

查。① 面对美方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贸易原则的单边主义做法，中

国进行了有力的反制。２０１８年４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

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相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

税税则委员会最终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１４类１０６项

商品加征２５％的关税。②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发酵，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美国开始对３４０亿美

元的中国商品加征２５％的关税；作为反击，中国同时开始对同等价值的美国

产品加征２５％的进口关税。至此，中美 “贸易战”进入所谓 “实战”阶段。

此后，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进一步表示，将对价值

２０００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２５％的关税；中方则制定了将依法对

自美进口的约６００亿美元产品按照四档不同税率加征关税，实施日期将视美

方行动而定的反击措施。中美 “贸易战”的大规模展开表明，经济竞争已经

成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和侧重点。③ 尽管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日举行的中

美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了暂停相互加征关税的重要共识并决定开展为期９０
天的经贸磋商，从而使 “贸易战”迎来缓和甚至 “止战”的宝贵时间窗口，

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深层结构性问题需要双方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有

效解决。④ 因此，贸易摩擦仍将是特朗普政府任内中美关系面临的首要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美国国内 “双重极化”的政治结构下，国内政治

对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还体现为建制派政治精英—全球主义者的干

预和掣肘。在２０１７年特朗普访华后，以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保守派议员、

行政部门中具有鹰派背景的官员以及以主流政策智库为代表的建制派政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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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特朗普要求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新浪网，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７ｘ２４／２０１８－０３－２３／ｄｏｃ－ｉｆｙｓｐｃｔｃ２１８１０６７．ｓｈｔｍｌ。

参见 《国务院关税规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美国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５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０４／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７９９３４．ｈｔｍ。

Ｄａｎｉｅｌ　Ｒｏｓｅｎ，“Ｉｓ　ａ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Ｏ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０３－２０／ｔｒａｄｅ－ｗａｒ－ｏｎｌｙ－ｏｐｔｉｏｎ．
参见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新华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１８－１２／０２／ｃ＿１１２３７９６０６７．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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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不满情绪，认为其过于

关注经贸等具体议题，是一种政策上的 “短视”，忽视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重

大地缘战略挑战。结果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从２０１７年底开始出现了一系列

转向，突出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因素，这就使得安全竞争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

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美国国内主流政治精英在对华

强硬方面达成高度的共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国内政治逻辑

正在走向某种程度的 “合一”，这一趋势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战略的制定

背景存在相当的可比性，那就是当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强大到一定程度

之时，国内政治—社会力量会搁置彼此的分歧与矛盾，形成较高程度的对外

战略共识。① 这也是学界担心中美两国存在陷入所谓 “新冷战”风险的根本

原因。②

总之，从本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在奥巴马政府时

期和特朗普政府时期建立在全然不同的国内政治逻辑基础上，其根源在于民

主、共和两党政治精英面对不同的国内政治联盟和变化了的国内政治结构，

为实现自身所依靠的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对外政策利益诉求，在对华政策

上表现出差异化的战略需求。结果是，这种差异使得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连

同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在实践中先后体现为基于自由主义的多边制度竞争与

规则约束，以及基于现实主义的双边经济竞争与合作型施压。可以说，上述

逻辑解释了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宏观背景下，为何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不同

阶段导向了不同的结果，进而为我们分析今后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走

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国内 “双重极化”的政治

结构下，两党 “建制派—全球主义”政治力量开始越来越从地缘政治逻辑和

安全维度思考美国的对华政策，因而安全竞争有可能取代经济竞争，成为下

一阶段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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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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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在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背后，始终存在地缘政治与

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

现单极化与两极化发展的趋势，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

著下降，国内政治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

系的首要议题。然而自奥巴马政府执政时起，随着中美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

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双

边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

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

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

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

上述演化的动力植根于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到特朗普政府时期变化了的美

国国内政治逻辑。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

美国的应对方式之所以是制度竞争与规则约束，主要源于民主党以东北部—

太平洋沿岸政治联盟为核心的国内政治力量，促使奥巴马政府将维护美国主

导的国际秩序视为首要对外战略利益，将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解决国内的经

济和社会问题、减少军费开支、用最小的代价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基于

此，奥巴马政府致力于运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多种方式，以强化多边主义

和国际合作主导权为手段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奉行基于自由主义的对华规

制政策。特朗普政府执政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之所以从多边制度竞争转向

双边经济竞争，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内以白人蓝领阶层为核心的选民群体的对

外战略利益诉求在于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扭转经济全球化进程给他们带来

的不利冲击，最终增加就业岗位和经济福利。基于这一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基

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迅速转移到了经贸领域，开始奉行基于现实

主义的对华合作型施压与跨议题联动政策。然而，在 “双重极化”的分裂型

政治结构下，美国国内主流的 “建制派—全球主义”政治力量则开始越来越

突出对华政策中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安全维度，因而安全竞争有可能取代经济

竞争成为下一阶段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国内政治的

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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